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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長社會正義領導 

量表發展與實徵分析 

張文權*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范熾文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發展國小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並循此量表分析現況與差異

情形。首先，參考相關文獻確立概念結構，進而初步擬定量表題項，再以預試樣本 

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由篩選出的 19 個題目中萃取出四個 

因素，分別為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尊重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建立民主合作的

互動關係、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結果發現，國小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的四 

層面模式有良好適配度，此模式藉由信度和效度分析顯示，均具有良好的個別信度、

組成信度、平均變異抽取量、聚斂效度、區別效度、效標關聯效度，同時就交叉效度

考驗亦證實模式具跨樣本的穩定性。最後在現況分析發現，量表整體及分層面的表現

為中上程度，以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認同度最高且顯著高於其他層面，而不同 

年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部分層面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社會正義；社會正義領導；校長領導；量表發展 

緒 論 

研究背景和動機 

綜觀台灣近十年來的教育政策發展，公平正義長期都是教育發展主軸。事實上，

社會正義是強調教育公平的概念，弱勢族群需要社會扶助（Fietzer & Ponterotto,  

2015），不同背景學生須透過適切公平的教育方式，才能開啟潛能（吳清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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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台灣的偏鄉、學習差距與少數族群而言，從偏遠學校的教師、行政人員到校長，

再延伸至家庭與社區，各種因素交互影響，已面臨多重劣勢的困境（陳婉琪、陳易甫，

2024）；而起始能力高與低的學生，隨着時間遞移，其能力差距會漸漸擴大（邱皓政、

林碧芳，2016）。再者，學校若聚集較多的原住民或是母親為東南亞籍的學生，會 

形成學生整體學習成就普遍較差（林俊瑩等，2020）。2023 學年偏遠學校原住民學生

佔 18.6%，高於全國原住民學生佔 3.8%（教育部，2024）。循此，可見當前台灣面臨

諸多教育體制的具體挑戰，所以落實學校的社會正義實踐，實屬化解偏鄉教育劣勢，

並回應長期教育需求迫切性的一重要理念。然而在社會正義教育的過程中，我們教 

甚麼、如何教，以及扮演何種領導角色都是重要因素（Hafner, 2010）。要言之，學校

社會正義雖已深受重視，但因其涵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領導模式等多元因素， 

所以學校更需隨着社會脈動來持續滾動落實。 

循此而言，校長領導融入學校社會正義中以作持續發展的動力，實屬可行策略；

亦即是說，校長應將自己視為社會正義領導者，不論學生背景為何，都要令他們取得

成功（Shaked, 2020）。Theoharis（2008）亦發現，擔任社會正義領導者，需具備謙虛、

熱情和高度承諾，社會正義的理念值得融入校長專業領導課程（Dodd, 2017），並 

抱持熱情和謙遜的特質不斷努力。質言之，整合校長領導和社會正義值得探究，兩者

均以學生學習為焦點，校長領導亦為落實學校社會正義的動力，因此綜合探究社會 

正義與校長領導，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再就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內容，領導願景和實踐應為首要，包括課程、教學、 

文化和協助弱勢學生（Theoharis, 2007）。進一步來說，社會正義領導者需同時促進 

正義民主的知識、技能，以及學校的發展，兩者密切相關（Berkowitz, 2011）。上述 

代表校長領導個人願景、實踐知能，以及學校環境的發展缺一不可，前者包括課程 

教學、願景實踐、知識技能等面向，而後者則包括公平環境、關心弱勢等，而為邊緣

化的學生創造公正情境，亦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者實踐的核心（Theoharis, 2008）。 

承上述，發現校長社會正義領導與個人願景、知識技能，以及建立公正和弱勢關懷的

環境有所關聯，所以本文希望透過量化研究途徑，從個人到環境等面向，建立測量 

校長實踐社會正義領導（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的標準化工具，提升應用價值，這是

本研究動機之二。 

目前台灣社會正義領導相關研究已逐漸開啟（施又瑀，2018；范熾文等，2020；

張文權、張臺隆，2018；蔡金田，2014），但皆為質性研究，相關量化研究少見， 

反觀近年海外相關研究興起（Cinar & Nayır, 2022; Cirik, 2015; Flood, 2019; Ö zdemir, 

2017; Torres-Harding et al., 2012）。理想上，校長如能深入理解社會正義，將可抑止 

弱勢階級再製，特別就台灣現階段已推動學習扶助、融合教育、偏鄉教育等政策， 

關心弱勢族群或區域的需求，更需校長發揮社會正義領導的能力。但實際上，校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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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將理解與實踐分離（MacDonald, 2023），舉凡如何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

是校長在爭取資源時的挑戰（蔡金田，2014），還有如何扭轉弱勢者文化影響學習 

成效等議題（范熾文等，2020）。可見校長社會正義領導能力仍有部分層面不足， 

還需透過實徵研究全面理解。是以，本文希望透過量表建構，編擬符合台灣情境且 

適用於國民小學（下稱國小）現況的本土化工具，同時調查教師觀點，據此推動校長

社會正義領導，不僅補足台灣缺少標準化工具的研究缺口，亦具體呈現出符合台灣 

本土脈絡的研究，銜接國際間重視社會正義領導研究的趨向，這是本研究動機之三。 

研究目的 

依據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含： 

1. 發展適切的國小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 

2. 了解國小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實際的表現。 

文獻探討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相關概念 

學校社會正義的基礎內涵 

正義（justice）即公平，屬於社會制度中的第一美德（Rawls, 1999），可見正義是

指獲到尊重的基礎，具有公正、公平、正直等意涵（吳清山、林天祐，2005）。落實

於教育領域，社會正義在於期許學校領導者反思教育，具有道德勇氣，關懷弱勢族群，

以實踐其多元、平等、進步的核心價值（陳成宏，2013）。由此可知，社會正義涉及

公平、多元、平等、進步等重要概念。 

再以學校觀點，學校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更需以校長影響力，發揮社會正義的 

功能，建立公平友善的校園；教育領導的社會正義，強調道德價值、正義、尊重和 

公正（Cambron-McCabe & McCarthy, 2005）。這跟吳清山、林天祐（2005）的主張 

不謀而合，認為教育正義是指教育的作為和資源分配能夠公平合理，保障個體接受 

教育的機會均等。承上，學校的社會正義是從社會正義的概念出發，兩者緊密相關，

並着墨於校園情境中公平正義的環節。 

歸納上述，發現學校社會正義的本質在於公正和公平，基礎意涵應着重於抱持 

「多元、平等、進步、反思、尊重、道德」等概念，倡導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和校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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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意涵 

學校教育本身即肩負知識分享和價值傳遞等功能，更需要倡導公平、開放和民主

等觀念。然而社會正義可算是校長職能的重要面向（DeMatthews & Izquierdo, 2018），

Allen et al.（2017）亦發現到社會正義在校長培訓方面可以產生正向影響，所以校長 

領導融合社會正義的概念，其重要性呼之欲出。 

整體以觀，社會正義提供一個多學科框架，幫助領導者更好地滿足學生、教師和

社區的需求（DeMatthews, 2018）。例如領導者在發揮領導作為之前，宜自我省思並 

探尋目標和理念；事實上，確立以建立包容的學校為目標，亦是教育實踐社會正義的

方式（Berkovich, 2014）。DeMatthews et al.（2017）亦指出，社會正義領導的目的在

創造一種包容的方式。此外，校長亦需具備關注多元文化的理念，有如 Sanders-Lawson 

et al.（2010）所言，社會正義領導的知識哲學受到生活文化、背景和內容的影響。 

綜上，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在目標上傾向建立包容的校園，理念上傾向關注多元文化的

態度。 

其次，課程和學習是學校存在最根本的理由（顏國樑、閔詩紜，2019）。Wang 

（2018）論及社會正義領導，亦強調需將學生置於中心地位，培養人們促進社會正義，

並關注弱勢學生學習的公平機會（張文權、張臺隆，2018）。 

第三，就教師互動，社會正義領導除了會促使教師本身的反省和成長（Jacobs & 

Crowell, 2018），校長願意在發揮社會正義時，理解、傾聽並重視榮耀個人的故事，

就是照亮人權的旅程（Davis, 2011）。緣此，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發揮，應以學生 

學習為首要，並積極關注弱勢學生學習的權益；就教師互動方面，一方面肯定對教師

專業的價值，另一方面亦需關懷傾聽和尊重肯定。 

再者，就社區民眾和家長互動，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發揮，應視不同文化的情境

而有所調整（Arar & Beycioglu, 2019）；Zembylas & Iasonos（2017）亦發現，社會 

正義領導者應具有在社會中批判多元文化概念的能力。依此，面對學校外部的利害 

關係人，採取適性互動的彈性因應，同時着重務實行動、批判省思的互動策略，亦為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概念。 

最後，以台灣教育體制在社會正義領導的特殊需求方面，近年來偏鄉地區學校 

因為面臨師資短缺問題，學校可以實施交換教師和以數校合聘模式，並鼓勵教師教學

精進，提升教學品質（張文權、范熾文，2015）。此外，針對新住民子女的教育挑戰，

校長可以支持多元文化教育活動，促進家長與教師共同合作，一起建立友善的校園 

生活（王淑娟，2019）。職是之故，台灣校長不僅重視多元文化和公平教育等社會 

正義領導作為，更需要因地制宜，設計實務策略，滿足地方教育需求。 

整體而言，本研究將「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基本概念與台灣特殊需求情況加以

融合，並界定為：「校長秉持關注多元文化和弱勢族群的理念，再透過對師生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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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尊重肯定的態度，以及行動省思、民主合作等因地制宜的策略，以達成促進 

學生學習和建立包容校園的主要目標」。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概念結構 

本研究進行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層面分析時，為求研究本土化，主要先根據台灣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質性研究結果（施又瑀，2018；張文權、張臺隆，2018），再參照

國際重要文獻的量表內涵（Cirik, 2015; Fietzer & Ponterotto, 2015; Flood, 2019; 

Torres-Harding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8），歸納發現，領導特質、教師發展、學生

關懷、包容情境是共同要素，且能呼應教育公平理念。進言之，提出校長領導個人的

特質理念、師生需求和民主合作的行為與規範，還有包容情境的目標，亦即延伸出 

省思關懷、尊重公平、民主合作和多元友善等四個層面。 

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 

其實理念可稱為個體內在的一種真實想法，會影響相關作為。誠如 DeMatthews

（2015）的觀點，校長在實踐社會正義領導時會遇到一系列的情感，並對領導作為 

產生影響，可見理念對領導的重要性；另外，批判省思亦可以稱為從公平正義、道德

倫理來省思學校經營的層次（丁一顧、高郁婷，2011），亦屬社會正義領導的內涵 

（Bozkurt, 2022; Slater et al., 2021）。再者，道德基礎亦屬於社會正義領導的核心 

（陳成宏，2013），而透過關懷則可以關注弱勢的困境，並以同理心思考真正的需求，

亦可稱為社會正義領導的策略基礎（Moral Santaella, 2022）。因此，校長落實社會 

正義領導應抱持批判省思的態度關注文化脈動，同時藉由道德為基石，以同理心關懷

邊緣族群的困境和需求，從系統性觀點關心所能提供的資源，進而彰顯社會正義。 

例如，校長面臨弱勢學生學習困境時，會先從自我的行政作為檢討省思，進而分析 

教師專業、學習診斷、課程設計等系統性的結構，給予弱勢學生全面的支持力量。 

同時，對於不同族群、性別、宗教或文化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亦會抱持審慎的言行

舉止，從自己做起，以建立包容的校園。 

尊重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 

原則上，公平有助於達成正義，亦屬一種基本權益，而進而探究教室平等學習的

機會，就是要避免因為學生族群文化的差異、家庭文化的落差、個人能力的不足等 

情形，影響學生擁有公平學習資源的權益。學校領導者應持續藉由社會公平的手段，

擬定有助於學習的方案（Diem & Boske, 2012），並支持處境不利的學生（Koç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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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zdemir, 2019）。張文權、張臺隆（2018）亦指出，校長重視省思溝通可歸類為社會

正義領導者的策略。綜上所述，校長推動社會正義領導，應以學生公平的學習情境為

首要，同時關心教師的專業需求，願意尊重並傾聽教師專業和學生學習的需求。具體

而言，面對資源不足的困境，校長不僅積極爭取各類資源的補助，還要秉持尊重原則，

深入了解教師的教學需求和學生的學習需求，並根據其差異提供適切且積極的資源 

支持。 

建立民主合作的互動關係 

民主本來就是屬於社會正義的一環，因為社會正義最普遍的概念就是所有人享有

平等的機會，這亦呼應了民主社會中根深柢固的信念（Slater, 2017），例如民主的 

制度、程序、規章、文化皆為落實社會正義的基礎。同時，這亦與校長實踐社會正義

領導息息相關，正如 Jones et al.（2008）指出，社會正義領導就是一種民主、授權的 

關係，學校領導者有其道德義務，在民主社會中為所有學生確保教育公平的機會

（Larson, 2010）。相較而言，喪失民主的社會，就有可能令階級、貧窮、暴力、冷漠、

衝突、戰爭等問題接踵而來（Arar, 2020; Sapon-Shevin, 2011）。總言之，建立民主 

合作的人際互動模式，正是推動社會正義的重要領導作為，校長要推動學校社會正義，

應在重視成員需求、相互尊重、公正平等的民主關係中加以落實。舉例而言，校長 

一方面應具備民主的專業素養，深刻理解民主社會中多元意見展現的重要價值，並 

積極與校內同仁共同營造合作和共識的關係；另一方面，校長亦應建立公開透明的 

民主制度，包括訂定校內相關規章的程序、設立有效的意見交流管道，以促進校內 

公平與和諧的運作。 

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 

台灣國民教育推動多元共融的族群文化，應是重要的發展方向，而 Jean-Marie et al.

（2009）主張，現今社會正義領導已從早期的科學管理，轉化成多元和包容的領導 

模式，促進包容、批判公民、重視成就、尊重多元的學校，均為教育社會正義的具體

實踐（Berkovich, 2014）。Canlı & Demirtaş（2022）亦指出，校長表現出的社會正義

領導行為，可以降低學校的疏離程度。一言以蔽之，「包容性」確實可歸納為社會 

正義領導量表的層面（Ö zdemir, 2017），舉凡不同的學生背景、族群、節慶、文化、

空間、表現等有形概念或無形價值，都應該予以尊重和包容。由此觀之，用心營造 

包容的學校情境，顯然屬於社會正義領導的重要層面。進言之，校長可透過推動多元

文化教育實現社會正義領導，例如融入原住民和新住民文化的課程設計，舉辦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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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週活動，提升教師的文化回應教學能力。此外，優化校園環境融入尊重多元要素，

包括育嬰室、無障礙空間等，營造公平與包容的生活和學習場域。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相關測量工具 

本研究依據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四個層面，進一步綜合相關文獻來編擬題目。 

具體而言，量表編擬的題目來源，主要根據文獻的研究結果和量表內涵而來，在省思

關懷、尊重公平、民主合作和多元友善等層面，多數研究均有相似語詞。舉例來 

說，在省思關懷方面，Flood（2019）即提到自我對話，而 Ö zdemir（2017）和 Bozkurt

（2022）皆認同批判意識和反思的重要性。具體而言，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能力應該

需要同時涵蓋反思和行動（Furman, 2012），尤其近來如何提升弱勢群體的公平和福祉

更是重要焦點（Karakose et al., 2023）。在尊重公平方面，Zhang et al.（2018）提及 

尊重支持的學校領導作為，Torres-Harding et al.（2012）、Fietzer & Ponterotto（2015）

和 Cirik（2015）皆提到社會正義的態度。在民主合作方面，Zhang et al.（2018）提及

每位成員相互認同的使命，建立民主、協作的社群並聚焦於社會正義議題，是改進 

學校所需的關鍵過程（Pounder et al., 2002）；Wang（2018）同樣強調社會正義倡導者

可以採取創新方法來促進社會變革，從而體現民主、包容的價值觀。在多元友善方面，

Flood（2019）認為學校的焦點應在解決不公平的方案、消除障礙等概念，而 Ö zdemir 

（2017）亦提到包容情境的重要性，包容可以視為思考社會正義的新視角（Ryan, 

2006）。 

依此而論，縱使少數研究層面雖不相同，但當中定義亦突顯主要的層面意涵。 

再者，綜覽上述測驗工具，多數經由文獻探討和理論整理，進而藉由項目分析、因素

分析和信度分析來考驗信效度，依此調查現況或其他變項的相關性；同時亦發現，以 

嚴謹的因素結構發展和驗證模式，針對校長角色的社會正義領導量表建構研究較為 

少見。如果能依據文獻探討，發展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內涵和結構，並依循實證過程

檢證，應有益於深入理解校長社會正義領導。 

研究方法和設計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預試選取台灣的國小，最後共獲得 217 份有效教師樣本（樣本 A）。依

據吳明隆、涂金堂（2005）觀點，預試樣本數最好為量表題項數的 5 倍，可見本研究

符合預試人數的規範。 

正式施測樣本以全台灣國小教師為母群體（總共約有 94,407 人），透過立意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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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行調查，亦即透過研究者徵詢台灣各縣市可以協助的國小校長或教師，再委由

各校代表協助發放問卷。最後刪除高度一致性答案和漏答的無效問卷之後，共計獲得

650 份有效問卷，這亦符合進行結構方程模式統計分析的樣本數標準（邱皓政，2003）。

同時，本研究再隨機分為二組：第一組 325 份問卷為測定樣本（樣本 B），進行量表

信效度檢證；第二組 325 份問卷為效度樣本（樣本 C），進行交叉效度檢證。現況 

分析時再綜合測定樣本和效度樣本進行探究（樣本 B + 樣本 C）。此外，整體有效 

樣本的基本特性大致亦與母群體的特性概況相互符合（范熾文、張文權，2020），如

表一所示。 

表一：正式樣本人數分配 

變項別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母群體特性概況（%） 

教師性別 男 227 34.9 28.96 

女 423 65.1 71.04 

教師年齡 30 歲（含）以下 54 8.3 7.22 

31 至 40 歲 190 29.2 28.57 

41 至 50 歲 282 43.4 48.61 

51 歲（含）以上 124 19.1 15.59 

教師學歷 專科與大學 251 38.6 42.79 

研究所 399 61.4 57.22 

服務年資 19 年（含）以下 425 65.4 66.59 

 20 年（含）以上 225 34.6 33.41 

樣本總數  650   

量表發展和模式架構 

本文經相關文獻探討，主要依據 Torres-Harding et al.（2012）、Ö zdemir（2017）

編擬量表內容，並參考相關文獻（吳清山，2017；施又瑀，2018；張文權、張臺隆，

2018；陳成宏，2013；Berkovich, 2014; Cirik, 2015; DeMatthews, 2015; Diem & Boske, 

2012; Fietzer & Ponterotto, 2015; Flood, 2019; Minton & Sullivan, 2013; Muzvidziwa, 

2014; Zhang et al., 2018），以及國小學校情境的特性，進而擬訂包含「秉持省思關懷

的領導理念」、「尊重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建立民主合作的互動關係」、「營造

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等四個層面的量表架構和題目，初步分別有 6 題，共 24 題。 

量表發展包含兩階段：第一階段委請 5 位國小教師和 2 位大學教授試答勾選， 

刪除或修改不易理解、題意不清等題目；在完成問卷初稿後，第二階段進行焦點團體

座談，共邀請 4 位專家學者和 2 位校長，就題目層面歸納和題目適切性提供修正建議，

依此提升內容效度。另外，上述兩個階段的諮詢委員，國小校長和教師皆具有教育學

碩博士學位，亦曾參與量化相關研究，大學專家學者則皆具有教育行政和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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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可見，這兩階段的諮詢委員，不論國小教師、校長或大學專家學者的所學背景，

皆與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發展主題具有高度相關性。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軟體進行預試分析，先透過同質性檢驗和極端組考驗，獲得相關

係數和決斷值，以進行題目篩選，再以主成分分析法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意義因素，

刪除因素負荷量偏低和跨因素的題目，接着以內部一致性統計方法，實行信度分析。 

正式樣本分析則以 Amos 軟體分析，先進行常態分配考驗，藉此發現偏態指數和

峰度指標，再進行參數評估，並參考 Bagozzi & Yi（1988）、黃芳銘（2007）論點，

進行從模式整體至內在適配度檢定，包括絕對、相對和簡效適配分析，另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效標關聯效度。接續，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校長社會正義 

領導整體層面與各層面的差異情形，最後再由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探究不同背景教師

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差異情形。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組織公平、教師專業承諾量表為外在效標，進行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組織公平量表 

本研究參考丁學勤（2016）的組織公平量表為外在效標，依序為分配公平、程序

公平、互動公平三個構面。各分量表採六點量表，其信效度良好。另外，校長社會 

正義領導目的在於促進公平正義的環境（蔡金田，2014；Bozkurt, 2022），而分配 

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動公平即屬其範疇，所以校長社會正義領導應與組織公平相關。 

教師專業承諾量表 

本研究參考范熾文、陳靖娥（2014）自編教師專業承諾量表其中三個分量表來 

考驗外在效標，依序為專業成長、專業認同和專業倫理，均採五點量表，其信效度 

頗佳。事實上，Berkovich（2014）亦強調，成功教育社會正義的成效，就是仰賴於 

創造許多專業承諾，在學校協作運用當中彼此學習。可見，校長社會正義領導應與 

教師的專業承諾具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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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預試和正式樣本選取過程中採用立意抽樣方式，並以台灣小學教師為 

母群體。儘管最終有效樣本的基本特徵與母群體特性大致相符，但仍可能因樣本的 

地域或文化特性而產生偏向，或是受到背景變項對分析結果的調節效應，進一步影響

研究結果的外部推論性。 

研究結果和討論 

項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樣本 A） 

本研究在預試的項目分析，採用同質性檢驗和極端組考驗，透過同質性檢驗發現

每一題皆與總分達到顯著相關，而經由極端組考驗亦發現，各題的 t 值亦達顯著差異

（p < .001），表示題目都具有鑑別度。接着，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Bartlett’s 球

形檢定卡方值為 3115.01（p < .001），KMO 值為 .95，代表良好的因素分析適切性，

同時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接續在因素分析反覆探索後，最後萃取四個因素，根據 

文獻探討題目內涵，分別命名為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尊重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

建立民主合作的互動關係、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等四個層面。在反覆探索當中，

考量特徵值、因素負荷量較低以及跨層面的題目後，刪除 6 題，共保留 19 題，總累積

解釋變異量為 73.33%，因素負荷量均高於 .47，表示題目具有相當程度的效度（見 

表二）。再分析量表四個因素相關都介於 .67 至 .71 之間，四個因素與總分的相關亦

介於 .87 至 .90 之間（p < .01）。綜上代表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的建構效度頗佳， 

具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理論基礎。另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進行信度分析，分量

表皆介於 .86 至 .93，總量表係數為 .95，代表內部一致性良好。 

驗證性因素分析（樣本 B）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量表的建構效度和組合信度。首先，以 B 樣本為 

統計樣本，在進行 B 樣本的資料特性後發現，各觀察變項的偏態值介於 –1.04 至 –0.08

之間，峰度值介於 –0.27 至 1.38 之間，屬常態分配（Kline, 2016），可以採用最大 

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為模式參數估計的方法。 

競爭模式評鑑和整體適配度分析 

本研究參酌 Noar（2003）論點，將其建構成不同模式，並採虛無模式、單階多 

因素模式和二階單因素模式為競爭模式。在模式分析之前，先檢視模式是否有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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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因素分析摘要數據以及 Cronbach’s α值 

題號 題目 

因素 

秉持省思

關懷的 

領導理念 

尊重師生

的公平 

權益需求 

建立民主

合作的 

互動關係 

營造多元

友善的 

包容情境 

1 校長在學生學習表現不佳時，會優先自我 

檢討行政作為。 

.47    

2 校長會鼓勵師生批判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 .85    

3 校長會檢視反省自己對於不同階級、族群、 

性別、宗教或文化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 

.66    

4 校長經常宣示要做到拔尖、固本與扶弱的 

教育目標。 

.62    

5 校長會重視不同社經背景學生的學習品質。 .53    

6 校長能要求教師依據學生個別差異，調整 

教學和評量，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 

 .58   

7 校長能積極落實補救教學，為弱勢低成就 

學生創造優質公平的學習環境。 

 .74   

8 校長會關注弱勢和少數族群學生在班級中的

學習成效或表現。 

 .70   

9 校長認為所有學生不分性別、地位、種族、 

文化等背景，在學校學習的機會應該平等。 

 .72   

10 校長會公平分配圖書、資訊等學習資源予 

所有學生。 

 .73   

11 校長能與全校教師建立相互合作的人際 

關係。 

  .73  

12 校長重視校務討論的民主程序，並會尊重 

所有同仁意見。 

  .82  

13 校長能以身作則，並以溝通和合作態度來 

推動校務。 

  .80  

14 校長能廣納教師、學生和家長意見，並循 

民主參與程序訂定各項校內章則。 

  .69  

15 校長會促進教師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認識。    .62 

16 校長會重視校園內不同教師的特殊需求 

（例如育嬰室、無障礙空間等……）。 

   .71 

17 校長會鼓勵辦理多樣化的文化活動（例如 

父親節、母親節、祖父母節、特殊文化節慶 

活動等……）。 

   .84 

18 校長會鼓勵學生在各方面多元的學習表現 

（例如音樂、舞蹈、運動等……）。 

   .69 

19 校長會關注新住民、原住民、客家、閩南等 

不同族群文化對學校產生的影響。 

   .69 

各向度 Cronbach’s α值 .86 .88 .93 .89 

總量表 Cronbach’s α值 .95 



182 張文權、范熾文 

估計（黃芳銘，2007），結果並無違犯估計的現象，表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

模式適合適配度分析。 

本研究就不同模式將其分為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和簡效適配指標等三類

（Hair et al., 2010），如表三。再者，就整體適配度評鑑標準，則參考相關學者論述 

（陳寬裕、王正華，2017；Bagozzi & Yi, 1988），根據上述標準並對照表三內容， 

虛無模式僅符合少數標準，而單階多因素模式和二階單因素模式在評估指標上表現 

較為接近。除了卡方自由度比值因為易受樣本數波動而未達標準，僅作參考指標 

（吳明隆、張毓仁，2010），其餘評鑑指標（如 RMSEA、CFI 等）皆達到或接近標準，

且兩者指標數值的差距極小。再論及競爭性指標 AIC 和 ECVI，其判斷值愈小愈好 

（張偉豪，2011），並基於簡效原則，如果兩個模式無顯著差異時，應該採取二階 

單因素模式（邱皓政，2011）。因此本研究認為二階單因素模式的解釋力較為理想，

適合以二階單因素模式加以分析。 

表三：各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適配評鑑 

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相對適配指標 簡效適配指標 

χ2/df 
RMR GFI RMSEA SRMR NFI RFI IFI CFI PGFI PNFI 

虛無模式 .39 .64 .18 .49 .69 .65 .71 .71 .51 .61 11.44 

單階多因

素模式 

.35 .84 .09 .04 .91 .89 .93 .93 .64 .77 3.60 

二階單因

素模式 

.35 .84 .09 .04 .90 .89 .93 .93 .65 .78 3.57 

理想標準 ≤ .05 ≥ .90 ≤ .10 ≤ .08 ≥ .90 ≥ .90 ≥ .90 ≥ .90 ＞.50 ＞.50 ≤ .30 

註：方框內數值代表未達理想標準。 

進言之，綜觀二階單因素模式數據，可見本研究的模式整體適配度良好，合理 

推論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循此，圖一呈現路徑圖和標準

化參數估計值。 

內在適配度 

本研究透過樣本 B 獲得二階單因素模式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最佳模式，以驗證

此模式的內在品質（如表四所示），並參考涂金堂（2012）的建議標準。首先各題目

的因素負荷量，均已達到大於 .50 的標準；題目個別信度亦都大於 .25 的標準；就 

組合信度，四個層面均達到大於 .60；最後，平均變異抽取量亦都大於 .50，表示聚斂

效度良好。再者，本研究採用區別效度檢定法，依據 Fornell & Larcker（1981）的建議

準則，所有層面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平方根均介於 .71 至 .90 之間，多數高於各層面的

相關係數，表示統計結果接近滿足建議的標準，分析結果顯示量表具有區別效度。 



國民小學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發展與實徵分析 183 

圖一：「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二階單因素模式路徑圖 

 

 

 

 

 

 

 

 

 

 

 

 

 

 

 

 

表四：模式建構效度的驗證─聚斂效度 

因素 題號 因素負荷量 個別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秉持省思關懷 

的領導理念 

1 .75*** .56 .83 .50 

2 .50*** .25 

3 .73*** .54 

4 .71*** .51 

5 .82*** .67 

尊重師生的 

公平權益需求 

6 .81*** .65 .92 .70 

7 .86*** .74 

8 .84*** .70 

9 .83*** .68 

10 .84*** .70 

建立民主合作 

的互動關係 

11 .93*** .86 .95 .82 

12 .90*** .82 

13 .92*** .85 

14 .86*** .74 

營造多元文化 

的友善環境 

15 .76*** .58 .89 .62 

16 .80*** .64 

17 .76*** .58 

18 .77*** .59 

19 .83*** .69 

*** p < .001 



184 張文權、范熾文 

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本研究為考驗「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先參考相關文獻， 

發現社會正義領導相關變項與學校組織公平相關概念（Cirik, 2015; Jayavant, 2016）、

教師專業承諾相關概念（Khalil & Brown, 2015; Singh et al., 2010）均具有關聯，因此 

採用「組織公平量表」和「教師專業承諾量表」為效標（見表五）。結果顯示校長 

社會正義領導量表與學校組織公平、教師專業承諾量表皆達顯著正相關（p < .01）。

換言之，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與外在效標的測驗分數，均已達到顯著相關，代表 

效標關聯效度良好。 

表五：「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與效標間的相關係數 

量表名稱 向度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 

總分 秉持省思關懷 

的領導理念 

尊重師生的 

公平權益需求 

建立民主合作 

的互動關係 

營造多元文化 

的友善環境 

學校組織

公平 

分配公平 .70** .70** .75** .74** .79** 

程序公平 .72** .72** .86** .74** .83** 

互動公平 .67** .71** .85** .73** .81** 

教師專業

承諾 

專業認同 .42** .45** .45** .46** .48** 

專業成長 .40** .47** .47** .45** .49** 

專業倫理 .39** .50** .46** .47** .50** 

** p < .01 

交叉效度驗證（樣本 B + 樣本 C） 

本研究採用多群組分析方法，並以 B 組樣本為測定樣本、C 組樣本為效度樣本，

進行模式的交叉效度分析，因為如果 χ2 值達到統計的顯著差異，可用以作不具組間 

不變性（noninvariant）的證據（Byrne, 2010）。所以，藉由巢套模式（nested model） 

比較法，考驗效度樣本在分析時 χ2值的變化，若無顯著差異，表示交叉效度佳。綜觀

表六結果，上半部從基線模式到測量誤差限制模式，透過不同條件的限制，縱使 p 值

都低於 .01，表示模式與資料並沒有適配，但卡方值容易被樣本數所影響，故此再觀察

NFI、RFI、IFI 和 TLI 等指標，發現均高於 .90，表示模式適配度極佳，亦即測定樣本

（B 樣本）與效度樣本（C 樣本）具相近的概念型態。再比較下半部△χ2 多未達顯著 

（p 值大於 .01），這亦代表模式具有組間穩定性，表示從測定樣本（B 樣本）到效度

樣本（C 樣本）具交叉效度，本研究理論模式可以推論到同一母群體裏不同組別的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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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模式穩定性評鑑 

模式 df CMIN p NFI RFI IFI TLI 

① 基線模式 

 （不做任何模式參數限制） 
296 970.81 .00 .91 .90 .94 .93 

② 測量係數限制模式 

 （設定測量係數相同） 
311 984.42 .00 .91 .90 .94 .93 

③ 結構係數限制模式 

 （設定測量係數、結構係數相同） 
315 988.73 .00 .91 .90 .94 .93 

④ 結構殘差限制模式 

 （設定測量係數、結構係數、 

結構殘差相同） 

319 1001.95 .00 .91 .90 .94 .93 

⑤ 測量誤差限制模式 

 （設定測量係數、結構係數、 

結構殘差、測量誤差相同） 

338 1041.25 .00 .91 .90 .93 .93 

② –① 15 13.62 .55 .00 .00 .00 .00 

③ –② 19 4.30 .37 .00 .00 .00 .00 

④ –③ 10 13.22 .01 .00 .00 .00 .00 

⑤ –④ 19 39.30 .00 .00 .00 .00 .00 

 

本研究所發展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經由系統性的考驗結果，發現擁有良好的

信效度，同時亦檢證量表的四個因素結構模式，可知理論架構與研究結果兩者相契合。

張文權、張臺隆（2018）即指出，理性領導信念、關懷學生學習、包容民主均為校長

社會正義領導的概念結構。Flood（2019）、Zhang et al.（2018）亦有主張相似觀點，

從個人領導的省思面向，到學校內的情境焦點，以及學校外等多元文化的議題，都可

列舉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內涵，民主、差異、批判和包容更可以成為重要價值

（Ö zdemir, 2017; Wang, 2018）。承上所述，本研究觀點均與近年相關研究結果相近，

並且已經衡量本土情況所發展的題目應該更為適切。進言之，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隱含

個人、團體和組織面向，個人包括省思關懷的理念、團體涵蓋尊重師生需求、民主互

動關係，組織亦即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實徵分析和討論（樣本 B + 樣本 C） 

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現況的差異分析和討論 

根據實徵統計分析（見表七），顯示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整體達 4.01，

介於「認同」至「非常認同」之間，傾向中上程度。此結果與 Singh et al.（2010）的

發現相近，指出博士生對社會正義的社會平等、學習環境、培訓機會認同的重要性，

已經獲得驗證。這代表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理念在校園的落實，已獲得教師認同，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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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如可善用適切策略，將是發展學校社會正義的契機。同時，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

情境層面受教師認同的比例最高，同時都顯著高於其他層面，這亦與社會正義領導 

需重視多元文化的論述相近（Zembylas & Iasonos, 2017）。這代表校長如要取得教師

的認同和支持，進而建立公平正義的校園環境，先透過規劃多元文化為主軸的課程或

活動，以營造友善的氣氛，應該可以成為有效的方法。而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 

層面受教師認同的比例最低，且顯著低於其他三個層面，這與 MacDonald（2023）的

觀點相近，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對於減緩弱勢的複製至關重要，但實際上可能產生領導

者理解與實務上的脫節。可知，雖然教師對於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認同為中上程度，

但校長仍應向教師們分享社會正義的價值和重要性，縮小領導者所理解的領導信念與

實務上的差距。 

表七：校長社會正義領導整體及各層面的現況摘要 

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1. 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 3.73 .87 109.56*** 2 > 1、3 > 1 

3 > 2、4 > 1 

4 > 2、4 > 3 

2. 尊重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 4.03 .71 

3. 建立民主合作的互動關係 4.11 .76 

4. 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 4.15 .64 

整體 4.01 .64   

*** p < .001 

不同背景變項的差異分析和討論 

根據現況統計分析（見表八），不同性別、年齡層、學歷的教師在知覺整體及 

分層面均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 Sainz & Jacott（2020）的研究不同，學生會 

因為性別、學歷不同，而在社會正義的知覺具有差異存在。這有可能相較他國學生 

觀點，本地教師隨着社會進步，對於社會正義議題的重視已成為跨越性別、年齡和 

學歷教師所共同重視的面向。再者，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在整體校長社會正義領導 

層面的知覺上，部分達顯著差異。四個分層面中，就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尊重

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等兩個層面，20 年（含）以上教師的知覺顯著高於 19 年（含）

以下的教師，此研究結果與 Pinto et al.（2012）的發現相似。在探究學校社會正義推動

的過程當中，經常忽略新教師對於不同社會正義議題處理的能力，合理推論隨着教學

或學習經驗的累積，教師將會漸漸理解到學校落實公平正義的正面影響。如同 Menna  

et al.（2022）所言，當教師隨着轉變的經歷，不僅塑造了素養的觀點，亦影響了教師

對學校教育、社會正義與族群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解，這無疑代表校長需要持續全面 

推動社會正義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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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各層面差異分析摘要 

 性別 學歷 年齡 年資 

A. 男 

B. 女 

A. 專科與大學 

B. 研究所 

A. 30 歲（含）以下 

B. 31–40 歲 

C. 41–50 歲 

D. 51 歲（含）以上 

A. 19 年（含）以下 

B. 20 年（含）以上 

 Wilk’s Λ 

.99 

Wilk’s Λ 

.99 

Wilk’s Λ 

.97 

Wilk’s Λ 

.98*** 

層面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秉持省思關懷 

的領導理念 

0.89 N.S. 0.08 N.S. 2.41 N.S. 8.68** B > A 

尊重師生的 

公平權益需求 

0.97 N.S. 0.79 N.S. 1.04 N.S. 6.73* B > A 

建立民主合作 

的互動關係 

0.08 N.S. 1.18 N.S. 1.23 N.S. 2.40 N.S. 

營造多元友善 

的包容情境 

0.06 N.S. 0.15 N.S. 1.05 N.S. 3.05 N.S. 

* p < .05, ** p < .01；N.S.為 non-significant，即不顯著。 

結論和建議 

結 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分析和討論，歸納出研究結論如下： 

1. 國小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共包括四個層面，均具有良好測量品質 

 本研究首先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確立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尊重師生的公平

權益需求、建立民主合作的互動關係、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等四個層面，這

不僅與文獻探討架構大致符合，其信效度亦良好。接續，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

量表以二階單因素模式較為簡效；整體適配度評鑑結果顯示，在絕對適配指標、

相對適配指標和簡效適配指標等數據，除卡方值未達理想標準，其他指標結果均

趨近模式評鑑標準，代表模式整體適配度良好。同時，經內在結構模式驗證發現，

聚斂效度良好，亦發現具備區別效度。再者，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均與組織 

公平量表、教師專業承諾量表達顯著相關，表示效標關聯效度良好。最後，在 

交叉效度方面，其模式穩定性通過最寬鬆到最嚴格條件的統計考驗，代表校長 

社會正義領導模式可以類推到其他樣本。綜上可知，本研究發展量表的測量模式

信效度良好並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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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知覺國小校長社會正義領導整體傾向中上程度，以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

表現最佳 

 依據現況分析結果發現，整體和四個層面的得分均為中上程度，各層面的得分以

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最高，其次為建立民主合作的互動關係，其中更以營造

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顯著高於其他層面；相較而言，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亦

顯著低於其他層面。可見，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應是校長實踐社會正義領

導需要優先加強之處，而營造多元友善的包容情境，則是教師顯然認同的層面，

亦可成為校長落實社會正義領導的首要步驟。 

3. 不同服務年資國小教師在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各層面表現上有顯著差異 

 依據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整體及各層面的

表現上有所差異。其中服務年資 20 年（含）以上的教師，就知覺秉持省思關懷的

領導理念、尊重師生的公平權益需求等分層面，顯著高於 19 年（含）以下的教師。

這代表校長推動社會正義領導之際，應該關注不同年資教師仍存在差異的觀點，

需要持續全面推動。 

建 議 

最後，本研究依循上述結論，分點提出建議如下： 

1. 校長及教育行政單位可以運用社會正義領導量表，檢視校長社會正義領導表現 

 本研究綜合分析結果，發現依據文獻所編擬的校長社會正義領導量表信度和效度

頗佳，整體發展的測量模式亦獲得有效的支持，應該可以歸屬為值得採用的測量

工具。因此，建議校長或教育行政單位可以運用本研究所建構的量表，進行多元

的檢視，除了校長可以自我評估社會正義領導的實際表現情形，教育行政單位亦

可以深入探究校長仍待成長的社會正義領導面向，進一步結合政策資源和系統性

的規劃，加以持續推展。申言之，校長即可透過校長領導專業工作坊的實行，結

合量表結果進行專業發展，令他們了解自身社會正義領導的優勢和待改進之處，

且於每學年進行定期評估，結合學校目標和社會脈動擬定年度精進計畫。 

2. 校長實踐社會正義領導，可結合資深教師的參與協助，進而營造包容友善的校園 

 本研究結果發現，年資 20 年（含）以上的資深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社會正義領導，

明顯比年資 19（含）年以下的教師較高，推論可能在教師隨着進入職場的閱歷 

增加，對於社會正義的重要性已多有體認。另外，教師就整體校長社會正義領導

的知覺亦達中上程度；亦即是說，社會正義與校長領導的結合獲得教師普遍的 

認同，透過年資 20 年以上資深教師的參與、協助和推展，以營造包容友善的校園

情境為起點，同步強化校長自我理性省思的領導信念，是將來值得推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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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如能透過資深教師的引導，協助年資較少的教師提升對社會正義領導

的認同和實踐能力，應為可行方向。例如，可由資深教師主持教師領導力工作坊，

分享實踐經驗，並建立「資深與年輕教師協作」的同儕共學機制，加強經驗交流。

亦可安排公開授課和共同議課，幫助年輕教師深化融入社會正義議題的教學和 

班級經營能力。 

3. 延續本研究成果，運用多元研究方法持續探究影響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相關變項 

 研究結果初步發現校長社會正義領導與學校組織公平、教師專業承諾均具有顯著

相關，其中亦僅有中度相關者，而秉持省思關懷的領導理念顯著低於其他層面，

可見未來可以再納入不同變項進行相關研究。舉例而言，包括校長個人的領導 

信念、領導特質，或者在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情境中，是否與教師專業素養、 

學生核心素養等變項具有相關性。承上，亦可混合運用量化和質性的研究途徑，

綜合理解不同變項的關聯，深信整合不同研究方法，系統探究影響校長社會正義

領導的相關變項，必有助於了解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整體脈絡。詳言之，將來 

研究可設計涵蓋領導信念、領導特質、教師專業素養或學生核心素養等變項的 

問卷進行量化調查，並針對顯著相關變項進行深度訪談和個案研究，洞察實務中

的互動關係，亦或就不同教學年資予以更細部化的差異分析。據此整合量化和 

質性結果，建立校長社會正義領導的理論模型，提供學校與教育行政單位具體 

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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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Wen-Chuan CHANG & Chi-Wen F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using the scale. First, the concept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by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n the scale items were preliminarily 

formulated. Second,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on pre-test sample. Four factor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19 selected items: (a)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concept of reflection and care, (b) respecting the needs for equitabl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 establishing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democratic cooperation, and (d) creating a diverse and friendly inclusive 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layer model of the 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exhibited good fitnes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es further showed that the model 

had good individual reliability,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convergent 

valid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The cross-validity test also 

confirmed the across-sample stability of the model.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und that the overall and hierarchical performances of the scale were in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reating a diverse and friendly inclusive situation was the highest and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other layers.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from 

the hierarchical aspects. 

Keywords: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 principal leadership, sca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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